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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定量社会研究长期被变量导向方法所主导，这种看似如

此自然的研究范式从假设、推断逻辑到研究结果可能存在潜在风

险。近些年来，以整体互动论和总体异质性为理论基础逐渐兴起的

个体导向方法，通过个体间关系识别同质性的子群体，对于研究个

体发展轨迹以及解决总体异质性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系统地

介绍了个体导向方法的理论缘起以及具体统计分析技术，包括聚类

分析、潜类别分析、潜剖面分析、组基轨迹模型和增长混合模型

等。同时还通过对个体导向方法与变量导向方法在截面数据和纵向

数据中的实例应用进行比较分析，展示二者在实际研究中的思路、

过程和结果方面的差异。最后，本文就个体导向方法使用的条件以

及局限性进行了讨论。在实证研究中，个体导向和变量导向两种方

法同等重要，将二者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能够更好地发挥它们的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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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uantitative social research has long been dominated by 
variable-oriented approaches. This seemingly natural research paradigm 
may have potential risks from hypothesis, inference logic to research re⁃
sults. In recent years, person-oriented approaches that have gradually 
emerged are based on holistic-interactionistic theory and population het⁃
erogeneity, which identifies the homogeneous subgroups through relation⁃
ships between individuals. Thi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nalyzing indi⁃
vidual growth trajectory and solving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heteroge⁃
neit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person-oriented approaches, as well as specific statistical analysis tech⁃
niques, including cluster analysis, latent class analysis,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ing and growth mixture modeling.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of person-oriented ap⁃
proaches and traditional variable-oriented approaches in cross-sectional 
data and longitudinal data, and shows the differences in ways of thinking, 
processes and results of two approaches in practical research. Final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di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use of person-
oriented approaches. Person-oriented approaches and variable-oriented 
approaches are equally important, and the research ideas that combine 
the two can better exert their own advantages in empirical research.

Key words: Variable-Oriented Approaches; Person-Oriented Ap⁃
proaches; Population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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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定量社会研究中，变量导向/中心方法 （Variable-Oriented 
Approaches 或 Variable-Centered Approaches） 的使用最为普遍，它

奠基于个体同质性的假设，即总体中的个体是同质的，或者至少是

足够同质的 （von Eye & Bogat，2006；Laursen & Hoff，2006；Mo⁃
rin et al.，2018）。变量导向方法的定义包含理论和方法论两个层

面：在理论层面，其主要概念和分析单位是变量，关注变量间的

（因果） 关系，除了以变量为主要单位进行统计分析外，还以变量

和假设检验来构建或发展理论，根据观察到的变量关系来解释来自

理论假设的变量关系；在方法论层面，关注相关变量的测量并研究

这些变量在时间上的关系，通常使用线性统计模型来完成 （Berg⁃
man & Magnusson，1997；Bergman & Trost，2006）。在统计分析方

法中经常应用的平均值、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因子分析、多元回

归、增长曲线模型等，都属于变量导向方法。该方法能够客观、精

确地测量研究对象信息，利用统计模型控制混淆变量从而达到更准

确的因果推论，以及在探讨关系机制、检验和构建理论等方面发挥

着独特优势 （Bergman & Andersson，2010）。然而，以广义线性模

型为代表的变量导向方法的基本假设与社会现实解释之间存在巨大

鸿沟 （Abbott，1988）。近些年来，不断发展的个体导向/中心方法

（Person-Oriented Approaches 或 Person-Centered Approaches） 形成了

从理论到统计应用的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通过识别总体中的不同

子群体来减少异质性，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与变

量导向的统计方法优势互补，二者的结合为多角度认识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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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因果推断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基于以往研究对变量导向方法

的反思，系统地对个体导向方法的理论基础、统计方法、实际应用

以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梳理和讨论，这有助于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

中对该方法的使用及其所存在的问题有清晰的认识。

二、个体导向方法的缘起和理论基础

（一）变量导向方法的局限性

阿伯特很早就发现了变量导向方法的弊端，他认为广义线性模

型以广义线性实在 （General Linear Reality） 假设来解释社会世界，

这不仅不符合社会现实，还与社会理论相矛盾，他以研究实例对社

会世界由可变属性的固定实体组成、单调因果流、单一的意义、缺

乏的序列效应、个案独立性与相关性假设、情境独立性等广义线性

模型的假设进行一一驳斥 （Abbott，1988）。虽然目前变量导向方

法不断改进，并开发出更复杂的统计模型放松了以上假设，但始终

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认识现实世界的方式，其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通过对以往相关文献的梳理，其被归纳为以下三个

主要方面：

第一，研究中的推断逻辑存在风险。变量导向方法的研究基于

个体同质性假设，把个体组成的总体看作单一类型或模式，重点在

于总体的平均值和变化发展的平均轨迹，以一组“平均”参数来描

述总体，探讨所感兴趣变量的平均因果效应，关注个体的量的变化

而非质的变化。然而一旦存在异质性的子群体，如果仍以描述和解

释个体所集合的总体层面的关系、特征或模式等来推断个体，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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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逻辑错误，造成生态谬误 （von Eye & Bogat，2006；Bergman & 
Trost，2006；Sterba & Bauer，2010）。因为以集合数据结果推断个

体存在较大风险，施密兹 （Schmitz，2000） 将其总结为四个定理：

（1） 关于时间序列参数估计，即个体轨迹不能由集合轨迹来确定；

（2） 相关性分析，即截面的、个体的相关关系不能描述个体内部相

关性和过程；（3） 非共时性关系，即在追踪研究中，交叉滞后的面

板分析可能无法捕捉任何给定个体的变量间关系；（4） 操作顺序，

即集合和预测的顺序应从个人而不是群体开始。变量导向方法是从

集合到个体的逻辑分析，除非假设数据是完美的 （例如，集合层级

和个体层级数据具有相同的参数估计），否则都会产生这些风险，

然而，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 （Bogat et al.，2016）。以

往学者对变量导向方法的假设可总结为“组成总体的个体是同质性

的”（von Eye & Bogat，2006；Morin et al.，2018），也就是假设个体

或组内同质性。也有学者认为需要区分对组内异质性的忽视和组内

同质性的假设，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定量研

究并不再假设组内同质性，然而在因果推断中，个体层面变异的普

遍存在决定了不可能研究个体层面上的因果效应，因此出于实际原

因，我们可以选择不分析研究背景中的组内和个体层面的异质性，

因果推断只能在总体层面进行统计分析，这也就忽略了个体层面的

变异性 （Xie，2013）。不管是否承认变量导向方法是否建立在个体

同质性假设的基础之上，其在总体层面上所得出的结果仍抹去了个

体差异和组间差异，生态谬误的风险依然存在。

第二，忽略个体差异、缺乏整体互动视角。变量导向方法的研

究不仅只见变量不见人，而且倾向于孤立地描述某一自变量的平均

特征或探讨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平均影响效应，忽视了个体差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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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孤立地研究对象的各个组成部分来理解研究对象，这是变量导向

方法的关键特征 （Kelso，2000）。生物个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个体

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是互相联系的整体，整体都

是通过所涉及的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获得其特征的，而不是通

过分析每个孤立因素对整体的影响来获得的 （Magnusson，2003）。

因此，影响个体或总体的因素是互相关联的整体，有时候并非单一

因素发挥作用，而是多个因素互相关联，甚至同时发生作用才能够

对结果产生真正的影响，这种例子在生活中并不少见。例如，冗余

系统装置的机器，只有当两个组件同时故障时才会导致整个机器发

生故障，然而每个组件故障率的异质性不同，机器的故障率则会出

现多个状态，包括整个系统比单系统具有更高故障率的状态 （Vau⁃
pel，1985）。再如，在医学诊断的相关治疗中，观察高烧是疾病的

一个重要指标，然而，只有它与患者其他症状同时发生并一起评

估，才能在疾病诊断中做出最后的选择 （Magnusson，2003）。变量

导向方法的统计模型缺乏这种整体互动视角，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首先，在进行因果推断时，建立的回归模型解释需要控制其

他因素不变，而现实社会中不存在改变关键自变量而不改变控制变

量的结果变量。这种单独来看某一自变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

如同盲人摸象，某一特征下的因变量的个体是比较笼统的，甚至是

有偏的。其次，在截面数据分析中，变量导向方法总是孤立地分析

每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很少纳入变量之间的互动作用或交互作

用，其统计模型无法纳入多个因素同时发生的情况，而个体却是由

多个因素互动作用影响的功能整体。最后，在追踪数据分析中，分

析发展趋势，变量导向方法是以平均趋势来拟合总体，忽视了不同

子群体和不同个体的发展轨迹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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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存在理论和方法的匹配问题，尤其是关注于个体发展的

纵向研究，变量导向方法的统计模型和指导其研究的理论之间往往

不匹配。理论是对现实世界或现象的认识，并以抽象概念进行知识

性的概括，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中，构建的理论更为抽象、宏观、全

面，其包含了现实非线性关系、复杂的因果解释 （如多因多果、互

为因果等）、各个因素的动态交互作用等特征。但在实证研究中，

理论被分解为变量来进行检验，盲目地应用变量导向方法可能会在

研究过程中违背理论的关键特性，得出与现实世界不符的结论

（Bergman et al.，2009）。在变量导向的统计模型中，虽然现在已经

发展出其他模型来处理理论中的非线性问题，但是线性回归模型是

应用中最常见的模型，也是很多统计方法应用的起点。并且，我们

所建立的因果模型很多都是建立在线性假设基础上的，所得到的也

是线性因果关系，除了影响不显著，变量的系数或为正或为负，这

也是一种线性假设。因为大多数人类行为并非线性，例如，两个变

量只有在某些条件下才可能存在关系，或者干预因素对结果变量并

不一定一直产生正向或负向作用，有的是早期对结果变量产生负向

影响，后期变成了正向影响，或者反之 （Bogat et al.，2016）。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非线性和高阶交互作用较为常见，也并不能

用简单的线性关系来表示，即使在基本线性回归模型加入二次项或

交互作用，也无法实现模型和理论现实间的拟合，反而会使其分析

过程变得更为复杂，结果难以解释 （Bergman，2001）。另外，在对

同一类型的多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研究中，侧重于单一自变量

对因变量的独特作用或这些自变量的累积作用，每个变量对所有个

体具有相同的权重，反映了一般人的特征 （Bergman et al.，2003）。

例如，过去探讨童年逆境与老年健康关系研究的经常应用的两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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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导向方法，第一种是关注于单一童年逆境或同一性质的童年逆

境，如童年饥饿 （刘亚飞，2018） 等。但经历一种逆境的人通常会

经历更多的逆境，因此仅关注单一类型的童年逆境可能会高估单一

童年逆境对健康的影响，低估其他童年逆境对健康的影响 （Anda 
et al.，2010）。第二种是对多种童年逆境的数量进行累加，以最终

童年逆境得分作为自变量考察对健康的累积作用 （石智雷、吴志

明，2018），这种方法不仅假设不同种类/类型的童年逆境对健康的

影响具有同等作用，忽视了童年逆境对健康影响的异质性信息，并

且它还假设童年逆境数量与健康是一种正相关关系，这种典型的线

性假设思维在某些情况下是站不住脚的 （Barboza，2018）。

（二）个体导向方法的理论基础

一直以来变量导向方法在定量社会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越来

越复杂的变量导向的统计分析方法被引入社会学、教育学、人口学

等社会科学领域，这些方法背后的假设却忽视了异质性的社会世

界，研究中表现出过分追求解决内生性问题的高级统计方法的使用

倾向，甚至不去思考该方法的假设条件、适用性和局限性，导致结

果仅关注特定变量对因变量的平均因果效应，忽略了个体层面的因

果效应和社会事物的动态发展过程。近几十年里，学者们开始不断

反思变量导向方法，尤其是关注个体的发展心理学家，他们以整体

互动主义为理论基础，强调个体应被视为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提

倡将个体导向方法作为一种新的概念、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并推

动该方法逐渐兴起和发展完善 （Bergman，2001）。布洛克 （Block，

1971） 在心理学领域最早明确使用现代意义的个体方法并进行开创

性研究，之后学者对其进一步拓展 （Bergman & Magnusso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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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usson，2003；von Eye & Bogat，2006；Sterba & Bauer，2010；

O'Donnell et al.，2017）。由于心理学研究主体是个体，学者不仅关

注个体层面的因果关系，还关注个体的动态发展过程 （Bergman et 
al.，2003）。又因为每个个体的功能和发展模式可能是不同的，而

变量导向方法忽略了个体差异性，因此心理学领域开始深入反思变

量导向方法，倡导要以个体导向方法作为重要补充。与变量导向方

法的假设不同，个体导向方法是基于总体异质性假设，即一个总体

存在多个不同的子群体，强调个体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发展都是以

复杂的动态系统为基础的，它们包括多种不同层次的因素。在实证

研究中把具有这些特征的个体作为分析单位，重点关注个人特征模

式、个体之间的关系等，分析过程中看似仍然以变量为载体，但实

际上这时的变量值本身不再重要。总体而言，个体导向方法是以

“模式”和“过程”为分析单位的，因此有时也被称为“模式或过

程导向方法”（Bergman & Magnusson，1997；Bergman, 2001）。

心理学领域把整体互动论作为个体导向方法的基本理论框架，

其把个体概念化为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变量的总和，强调个体生命

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是相互联系的，个体功能的心理、行为和生物学

因素以及社会环境、文化等都应该被纳入理论框架中，个体发展是

由各相关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非各个孤立因素所决定的 （Mag⁃
nusson，2003；Bergman & Magnusson，1997）。个体导向方法的基

本原则是需要以整体和互动的观点来全面了解个体的功能和发展，

在此基础上，以往学者提出多个个体导向方法的理论原则 （Berg⁃
man & Magnusson， 1997； Bergman， 2001； von Eye & Bergman，

2003；von Eye & Bogat，2006；Bergman & Andersson，2010），有学

者将它们汇总为六条：“ （1） 个体独特性，在某种程度上，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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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过程和行为发展是独特的；（2） 复杂互动性，这个过程是复

杂的，它涉及许多不同层次上相互关联的因素；（3） 个体内变化的

个体间差异性，个体内和个体间的恒常性和变化具有规律性和结构

性；（4） 模式概括性，这个过程以规律的方式发展，可以被描述为

相关因素的模式；（5） 整体论，所涉及因素的意义是由这些因素的

相互作用决定的；（6） 模式有限性，虽然从理论上讲，在详细层次

上，所观察的个体的过程和状态特征具有无穷无尽的差异，但在整

体层次上，能够被概括为更为频繁的少数模式。”（详见 Sterba & 
Bauer，2010） 个体导向方法的理论框架、概念发展和理论原则成

为实证研究的基础，尤其是进一步细化的六条原则使这一方法能够

具体化到操作技术层面，并形成两个互相关联的命题：第一，在某

一现象的多维空间中，由独特个体系统的所有运行元素来定义，但

某一特定总体中的个体属于有限个数量的不同子群体；第二，属于

不同子群体的个体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子群体的因素运行模式，可

以 根 据 个 体 的 相 似 性 特 征 归 类 为 同 质 性 子 群 体 （Magnusson，

2003）。这两个假设为个体导向方法研究范式运用到统计模型提供

了可能性，利用这一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的目的一般包括关注个体、

典型模式或非典型模式，认识非线性和交互作用、动态发展过程等

（Bergman，2001；Bergman & Andersson，2010）。

人口学中的总体异质性 （Population Heterogeneity） 理论为个体

导向方法假设的合理性以及解决总体异质性问题的必要性奠定了基

础。异质性是社会科学的本质，异质性总体由多种同质性的子群体

组成，其模式 （由于个体随时间不断地死亡、退出，或者事件发生

的风险率不同） 可能与组成该总体的子群体模式存在质的不同。而

一旦由几个同质性子群体组成复合型总体，这一异质性总体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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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几乎都会显现出来，无论在这一总体上考察多少个不同属性，

个体或子群体在各种被忽略的维度上将可能会与总体所表现出的属

性有所不同，因为一旦存在异质性，选择性将会发生，那些被选择

机制筛选之后幸存的总体将不同于原来最初的总体 （Vaupel et al.，
1979；Vaupel & Yashin，1985）。综合来看，总体异质性体现在静

态和动态两个方面，静态总体异质性表现在不同类别的同质性子群

体组成的总体模式不同于子群体的单独模式，可能会导致辛普森悖

论 （Simpson，1951）。动态总体异质性强调个体发展的时间效应，

一般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总体的发展轨迹由多个同质性子群体

发展轨迹组成，而子群体的发展轨迹并不符合总体平均发展轨迹。

第二种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多个异质性子群体会产生选择效应，而

幸存的总体将不同于最初的总体。在统计分析中，不管是运用截面

数据还是纵向数据对某一问题进行研究，这两个方面的总体异质性

将会误导我们对事实的判断，例如，美国黑人和白人在老年时期出

现死亡率交叉现象 （Manton & Stallard，1981；Johnson, 2000）。因

此假设总体是异质的个体导向方法为破解总体异质性难题提供了一

种思路。

三、个体导向的常用统计方法

（一）截面数据中个体导向的常用统计方法

个体导向方法的思想有着古老的根源和基本形式，通常被称为

“类型学方法” （Bergman et al.，2009），也就是要对总体进行分类

或分组。谢宇 （2012） 把变异性、社会分组和社会情境作为社会科

学研究的三个基本定理，其中变异性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真正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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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研究的理论指导，而具体的操作通过社会分组减少组内差异，

增加组间差异，这样能够减少总体异质性和内生性问题所带来的偏

差。在定量社会研究中，目前已经发展出多个将异质性总体分类成

不同类型的子群体的个体导向的统计方法，截面数据中常用的方法

包括传统的聚类分析和基于模型的聚类分析，后者包括潜类别分析

（Latent Class Analysis，LCA） 和潜剖面分析 （Latent Profile Analy⁃
sis，LPA）。

传统的聚类分析通过识别特定变量上的相似值来对个体进行分

组，主要方法包括分层聚类分析和非分层聚类分析。群组数量通过

最小化组内差异和最大化组间差异来确定 （Mun et al.，2008）。但

是聚类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最终模型的选择没有可供比

较的统计标准指标，因此分类结果往往比较主观 （Meyer et al.，
2013）；其次，模型也没有考虑对分类结果比较敏感的测量误差

（Bergman & Andersson，2010）；再次，聚类分析有很强的假设，即

条件独立性和类不变方差 （Morin et al.，2011）；最后，因为传统的

聚类分析没有基于模型，无论异质性子群体是否真的存在，都可以

从数据中识别出子群体，但基于模型的聚类分析 （LCA 和 LPA） 能

够解决这种缺陷 （Jobe⁃Shields et al.，2015）。

LCA 主要应用于二分类变量指标，描述一组观测到的类别变量

或指标的概率在未观察到组成员身份的子群体之间如何变化，将未

观察到的子群体作为潜在类别。LCA 的目标是寻找能描述一组观察

到的分类变量之间关系的最小数量的潜在类别，模型参数是存在于

每个类中的概率和满足给定类成员身份的条件概率，潜类别模型还

估计了每个个体的潜在类别概率，即后验概率 （Muthén & Muthén，

2000）。另外一个与 LCA 方法建模过程比较相似的是 LPA，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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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续性的观测变量，有学者认为没必要对 LPA 和 LCA 进行严格的

区分，因为它们都是基于一个潜在变量混合模型，只是针对两种特

征不同的变量使用 （Pastor et al.，2007）。相比于传统的分类方法，

LCA 和 LPA 的优势在于使用最大似然估计、迭代运行和模型比较来

确定观测变量的不同子群体和由观测变量组成的潜在变量，最优数

量的潜在类别的确定是基于比较客观的模型与数据之间的统计拟合

指数，包括 Akaike 信息标准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

贝叶斯信息标准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调整样本规

模 的 贝 叶 斯 信 息 标 准 （Sample-Size Adjusted 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SABIC） 等 （O'Donnell et al.，2017），这也将有助于研究

者评估给定模型的统计价值以及在给定样本中使用个体导向方法的

优点 （Muthén，2002）。

（二）追踪数据中个体导向的常用统计方法

利用追踪数据绘制和解释发展轨迹是社会科学领域中基础和重

要的研究主题，而大多数传统的发展轨迹的统计方法主要以总体平

均趋势来解释个体差异，最常用的是增长曲线模型 （Growth Curve 
Modeling，GCM），这也是常用的变量导向方法。GCM 假设所有个

体的增长轨迹能够通过单一的增长参数来表示，即假定所有个体只

遵循一种平均水平轨迹，子群体之间是同质的。传统的 GCM 并不

能够识别和预测总体中未观察到的子群体，而子群体的不同潜在轨

迹可能是检验理论或解释与先前研究结论不一致的焦点，因此研究

总体内部的子群体轨迹是必要的，个体同质性假设的应用显然是不

现实的 （Muthén，1989；Wang & Bodner，2007）。鉴于此，以个体

导向方法识别异质性总体中同质性子群体的发展轨迹显得尤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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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前组基轨迹模型 （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ing，GBTM）

与增长混合模型 （Growth Mixture Modeling，GMM） 成为最常用也

是影响最大的处理总体异质性增长的模型 （王孟成等，2014）。

组基轨迹模型又称“潜类别增长分析”（Latent Class Growth 
Analysis，LCGA）（Muthén & Muthén，2000），该模型能够较好地拟

合异质性的总体，它的主要目的是探索识别总体中不同发展趋势的

子群体，并确定各个子群体的平均发展轨迹，该模型详细的基本原

理请参见纳金的专著 （Nagin，2005）。组基轨迹模型的操作步骤主

要包括确定结果变量的函数分布的特定形式 （分为删截分布、泊松

分布和逻辑斯谛分布）、估计并确定组数和轨迹形状、计算组成员

身份概率、计算组成员身份后验概率、诊断模型充分性；另外，还

可以通过连接组成员身份与协变量、对估计本身添加协变量、双轨

迹分析和多轨迹分析等来对组基轨迹模型进行扩展应用 （Nagin，

2005；Jones & Nagin，2007）。增长混合模型又被称为“潜在增长

混合模型”（Latent Growth Mixture Model， LGMM），该方法放松了

增长曲线模型中的同质性假设，允许在未观测到的子群体之间存在

参数差异，通过使用潜在轨迹类来实现 （Muthén，2004），它不考

虑单个类别的平均增长曲线周围的个体变化，而是允许不同类别的

个体围绕不同的平均增长曲线变化。

GBTM 是 GMM 的一种特殊类型，但二者的统计差异在于个体

变异性，即组间和组内变异性。GBTM 拟合每一类的平均轨迹水

平，但忽略组内变异性，而 GMM 结合了传统的 GCM 和 GBTM 的特

点，既可以估计每类的平均增长曲线，也可捕捉这些增长曲线周围

的个体差异 （Muthén & Muthén，2000；Frankfurt et al.，2016）。并

且相比于 GBTM，GMM 的主要优势在于能够以较少的类来建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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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也存在一定的劣势，如 GMM 模型的复杂性很难将其扩展到其

他类型数据的模型 （如计数型数据）。另外，虽然一个组的参数定

义能够表示组的平均轨迹，也能够表示组成员关于这个平均轨迹的

可变性，但是这些参数过于复杂 （Nagin，2005），最终模型的收敛

结果在统计上可能是不合理的，甚至根本不收敛 （Meyer & Morin，

2016）。相比于 GMM，GBTM 分析使用的参数更少，计算速度更快，

分类准确性更高，结果也更容易解释，因此在研究中，GBTM 是更

为实际的选择 （Frankfurt et al.，2016）。

四、变量导向和个体导向方法统计应用的实例比较

（一）截面数据中的实例分析比较

1. 数据来源

这一部分将利用具体的实例比较个体导向方法和变量导向方法

在研究问题以及分析过程中的区别。分析所采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健

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基线调查于 2011 年开展，采用分层 （依据区县的人均

GDP） 多阶段 （县/区—村/社区—家户） 抽样方法，以县区 （包括

城镇和农村） 作为初级抽样单位 （PSU），对 45 岁及以上中老年住

户人群进行调查，样本覆盖了不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内地 28 个省

150 个县区的 450 个村、居，并于 2013、2015、2018 年对基线样本

进行第二至四期的追踪调查 （赵耀辉等，2019）。此外，2014 年

CHARLS 对中老年人进行了生命历程专项调查，用回溯方法记录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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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者自从出生以来的生活经历。本部分分别采用变量导向和个体导

向方法分析中老年人所经历的童年逆境状况，选取父母缺失、虐待

等 10 个童年逆境指标，每个变量指标都被处理为 0/1 的虚拟变量。

使用数据的样本来自 2013 年和 2014 年的 45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人

群，剔除了缺失或其他无效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 13233 个。

2. 变量导向方法实例：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关注多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把这些变量简化为几个因

子，然后以这几个因子代替原始变量。通过采用最优斜交法，对 10
个童年逆境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发现有四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

累积方差贡献率约为 52.5%，说明提取的这四个因子对原始变量信

息解释力并不高 （本文只展示方法，并不过分强调理论和统计意

义）。分析结果的因子载荷如表 1 所示，因子 1 的主要载荷变量有身

体虐待、父母肢体冲突和父母经常吵架；因子 2 的主要载荷变量有

丧失父母、相对贫困和挨饿；因子 3 的主要载荷变量有自评健康较

差和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因子 4 的主要载荷变量有父母长期卧病

在床、父母身体残疾/精神失常。根据以上主要载荷的变量含义，

可以把这四个因子概括为中老年人群所经历的童年逆境类别的四个

维度，分别是身体/情感虐待 （因子 1）、家庭功能失调 （因子 2）、

个体健康较差 （因子 3） 和父母身心障碍 （因子 4）。然后，可以计

算出个体在每个维度上的因子得分，根据这些因子得分，可以计算

出不同特征群体的因子得分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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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导向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旋转以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变量

丧失父母

身体虐待

父母肢体冲突

父母经常吵架

父母长期卧病在床

父母身体残疾/精神失常

相对贫困

挨饿

自评健康较差

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

因子 1
-0.150
0.531

0.774

0.797

-0.017
-0.029
0.104
0.071
0.033

-0.015

因子 2
0.644

0.130
-0.066
-0.024
0.069

-0.024
0.680

0.585

0.073
-0.103

因子 3
0.032
0.039

-0.013
-0.002
0.108

-0.074
0.049

-0.116
0.767

0.775

因子 4
-0.133
-0.045
0.009

-0.019
0.693

0.812

0.076
0.106

-0.092
0.115

注：加粗体表示主要变量的载荷。

3. 个体导向方法实例：LCA
采 用 与 因 子 分 析 一 样 的 数 据 ， 使 用 Mplus8.3 （Muthén & 

Muthén，1998—2017），通过潜类别分析方法识别出经历相同组合

风险的同质性子群体。为了选择最佳拟合模型和分类数量，分别估

计了 1 类至 7 类的模型结果，最优数量的潜类别的确定基于比较客

观的统计拟合指数，主要包括 AIC、BIC、ABIC （O'Donnell et al.，
2017）、调整后的罗-门德尔-鲁宾似然比检验 （Lo-Mendell-Rubin 
Adjusted Likelihood Ratio Test，LMR）（Lo et al.，2001）、自举似然

比 检 验 （Bootstrap Likelihood Ratio Test， BLRT）（Nylund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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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以及分类准确性指数 Entropy （Ramaswamy et al.，1993），以

上每类模型输出的所有指标如表 2 所示。虽然第 6 类模型的 AIC、

ABIC 最 小 ， 并 且 该 分 类 相 对 于 第 5 类 模 型 仍 然 有 显 著 的 意 义

（BLRT 和 LMR 的 p 值小于 0.01）。但是第 5 类的 BIC 最小，且 Entropy
最大，分类结果中不存在过小比例，而第 6 类中有两类小于 4%。

因此，综合而言，第 5 类的分类准确性更高，分类结果更有意义。

表 2　中老年人的童年逆境潜类别分析的模型拟合参数

类别

数量

1
2
3
4
5
6
7

Log(L)

-49662.7
-48431.8
-47890.1
-47760.5
-47647.6
-47608.2

-47588.413

AIC

99345.3
96905.6
95844.3
95607.0
95403.3
95346.5

95328.826

BIC

99420.2
97062.9
96084.0
95929.1
95807.7
95833.4

95898.101

ABIC

99388.5
96996.1
95982.3
95792.4
95636.1
95626.8

95656.581

BLRT(p)

—

<0.001
<0.001
<0.05

<0.001
<0.01
0.212

LMR(p)

—

<0.001
<0.001
<0.05

<0.001
<0.01
0.215

Entropy

—

0.474
0.575
0.599
0.656
0.637
0.579

表 3 为中老年人的童年逆境项目响应概率和潜类别比例。结果

显示，大多数人都属于类型 1，其比例为 60.6%，经历各个童年逆

境的可能性都较低，该类型被标记为常规型。类型 2 为父母身心障

碍型，其比例为 12.0%，相较于其他类型，该类型中童年时期经历

父母长期卧病在床或身体残疾/精神失常的可能性较大。类型 3 为家

庭功能失调型，比例约为 16.8%，其特征为童年时期经历父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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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家庭相对贫困和挨饿的可能性最大。类型 4 为个体健康差型，

其比例为 4.1%，其特征为自评童年时期自身的健康状况较差，且

曾出现过严重的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更大。类型 5 为身体/情感虐待

型，比例约为 6.5%，相较于其他类型，该类型中童年时期遭受身

体虐待和情感虐待 （父母肢体冲突和父母经常吵架） 的可能性

较大。

表 3　中老年人的童年逆境项目响应概率和潜类别比例

变量

丧失父母

身体虐待

父母肢体冲突

父母经常吵架

父母长期卧病在床

父母身体残疾/精神失常

相对贫困

挨饿

自评健康较差

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

类型 1：

常规型

(60.6%)

0.14

0.03

0.03

0.01

0.08

0.03

0.04

0.62

0.06

00..0404

类型 2：

父母身心

障碍型

(12.0%)

0.31

0.08

0.04

0.00
0.69

0.30

0.42

0.87

0.12

00..1818

类型 3：

家庭贫困

型(16..8%)

0.37

0.06

0.02

0.01
0.08
0.05

0.70

0.91

0.13

00..0505

类型 4：

个体健康

差型

(4.1%)

0.31

0.09

0.70

0.03
0.31

0.11

0.43

0.80

1.00
00..5454

类型 5：

身体/情感

虐待型

(6.5%)

0.10

0.32

0.65

0.58

0.29

0.14

0.41

0.80

0.23

00..1616

注：加粗体表示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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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变量导向方法和个体导向方法对中老年人群童年逆境的分

析过程及其结果，可以发现，二者分析的思路不同，变量导向方法

是先对多个变量进行降维，而个体导向方法根据个体在所有变量方

面的差异划分同质性子群体。从结果来看，因子分析中的四个因子

和潜类别分析中的四个类别 （除常规型外） 的概念含义基本是相似

的。变量导向方法提供的四个因子展现了中老年人群童年逆境的四

个维度，可以看作生成新的连续性变量，由于因子分析把多重童年

逆境降维成四个因子，忽视了中老年人群经历不同童年逆境的状况

以及经历多重组合童年逆境的状况，也不能进一步分析中老年人在

这四个维度上的比例和特征。而个体导向方法既提供了不同童年逆

境的组合变量，又区分了不同童年逆境的子群体。个体导向方法识

别了中老年人群经历 5 类童年逆境组合的子群体，但并非所有的中

老年人都经历了童年逆境，常规型中老年人群经历每种童年逆境的

风险都较低。另外，个体导向方法的潜类别分析计算了子群体在每

个童年逆境的项目响应概率，这样能够了解每个子群体经历童年逆

境种类的细微差异，所以个体导向方法比变量导向方法能提供更加

丰富的信息。从这两种方法的实例比较能够清晰地看出，虽然分析

都是以变量为基础的，但是变量导向方法的分析目标和结果仍然是

变量，而个体导向方法的分析目标和结果是个体或子群体，通过对

子群体的识别减少了总体异质性。将总体分类之后，根据研究问题

的需要，个体导向方法所识别的子群体也可以赋予变量意义，进而

比较各个特征/变量上的子群体状况，还可以继续采用变量导向方

法进行机制分析。个体导向方法通过变量组合这种整体的方式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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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个体，可以检验变量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等 （Meyer & Morin, 
2016）。

（二）纵向数据中的实例分析比较

1. 数据来源

这一部分实例分析的数据采用的是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

调 查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CLHLS）， 该

项目于 1998 年进行基线调查，分别于 2000 年、2002 年、2005 年、

2008 年、2011 年、2014 年和 2018 年进行了追踪调查，样本涵盖中

国 22 个省/市/自治区，大约覆盖了全国 85% 的人口。CLHLS 数据的

年龄自报比较准确可靠，主要健康指标的信度和效度较高，被证明

具有较高的质量 （Gu，2008；Zeng et al.，2017）。本部分分析的问

题是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 的

发展轨迹，选择 2002 至 2014 年五期追踪数据，删除 5 次调查中死

亡、失访和缺失样本后，最终选取年龄为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

的有效样本量为 1659。问卷中对 ADL 的测量包括洗澡、穿衣、上

厕所、室内活动、控制大小便、吃饭六个指标，如果老年人每项活

动需要别人帮助则说明该项 ADL 受损，六项指标受损的数量取值范

围为 0~6，数值越大说明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受损的严重程度

越 高 。 以 下 统 计 分 析 模 型 均 采 用 Mplus8.3 （Muthén & Muthén，

1998—2017） 统计软件来实现。

2. 变量导向方法实例：GCM 分析

根据 ADL 受损项目这一变量特征，观测样本中出现大量的 0
值，故采用零膨胀泊松模型的线性增长模型。根据 65 岁及以上老

年人的 ADL 受损数量，对其发展轨迹进行五次追踪分析，结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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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示，老年人的 ADL 受损程度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进入 70 岁以上

的群体，其 ADL 恶化速度加快。并且结果显示，计数部分的斜率增

长因子和膨胀部分的斜率因子和截距增长因子均在 0.01 水平上显

著，说明老年人个体在 ADL 受损数量的初始水平及增长速度上存在

显著的个体间差异；计数部分的斜率增长因子和截距增长因子的相

关系数为-0.589 （p<0.001），膨胀部分的斜率增长因子和截距增长

因子的相关系数为-0.911 （p<0.001），说明老年人个体 ADL 受损数

量初始状态越低，其恶化的速度则越快。根据研究需要，增长曲线

模型可以加入协变量，进一步分析其对初始 ADL 受损数量以及 ADL
受损数量发展轨迹随时间变化的影响，既能够描述出单一特征或不

同特征的老年人的 ADL 受损数量的发展轨迹，也可以展示出老年人

ADL 受损数量与其他相关结果构成的双轨迹增长模型，这里仅作方

法比较的简单实例介绍，更加复杂的应用分析详见其他文献 （如

Liu，2007）。

图 1　老年人 ADL 受损数量平均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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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体导向方法实例：GBTM 分析

根据 ADL 变量的特征，采用零膨胀泊松分布函数形式的 GBTM
分析。GBTM 实质应用于纵向数据，进行不同群体增长趋势的潜类

别分析，在选择最佳拟合模型和分类数量方面，同以上截面数据的

潜类别分析方法的过程相似。本文分别估计了 1 类至 6 类的模型结

果，其拟合统计指标如表 4 所示，虽然分类越多，AIC、BIC 和

ABIC 值的值越小，但第 4 类之后的分类的模型的 BLRT 和 LMR 的 p

值已经大于 0.05，说明分类结果不再有显著的意义，相较于其他

类，第 4 类的分类准确性指数 Entropy 较低，并且存在类型所占比例

低于 3% 的情况。因此，综合而言，第 3 类是最佳选择，其在具有

统计显著意义中的分类结果中的 AIC、BIC 和 ABIC 值最小，分类准

确性又相对较高。

表 4　不同分类的 GBTM 拟合参数

类别

数量

1
2
3
4
5
6

Log(L)

-4297.8
-3921.7
-3816.6
-3794.3
-3779.6
-3766.5

AIC

8601.6
7855.3
7651.3
7612.6
7589.1
7569.1

BIC

8617.8
7887.8
7700.0
7677.5
7670.3
7666.5

ABIC

8608.3
7868.7
7671.4
7639.4
7622.7
7609.4

BLRT
(p)
—

<0.000
<0.000
0.009
0.500
0.707

LMR
(p)
—

<0.000
<0.000
0.010
0.500
0.710

Entropy

—

0.707
0.674
0.489
0.679
0.487

图 2 展示了样本观测值中不同群体的老年人 ADL 受损数量的平

均发展轨迹和模型的发展轨迹，这三类群体的发展轨迹特征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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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差异。在样本观测值中，类型 1 的老年人群体 ADL 受损程度

的起点最高，并且在波动增加，到 2008 年 （即 71 岁以上的群体）

以后，其 ADL 恶化程度急速加重；到 2014 年，即进入 77 岁以上的

老年人群体，他们的 ADL 受损的平均数量已经高于 2.5，这一群体

的成员占总体的 8.5%。类型 2 的老年人群体的 ADL 起点基本是完好

的，随着时间的推移，ADL 受损程度在缓慢上升，直到 2008 年以

后，即进入 71 岁以上群体，其 ADL 受损水平加速上升，到 2014 年

达到接近类型 1 的老年人 ADL 受损水平，这一类型的老年人比例约

为 8.7%。类型 3 的老年人 ADL 受损程度一直维持着较低水平，这类

群体老年人口数量最多，占比约为 82.3%。根据样本观测值，我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体中 ADL 恶化速度较快、受损程度较高的人

口占 17.2% （即类型 1 和类型 2 比例之和），但根据模型估计值，这

一比例高达 26.3%。

图 2　三个潜类别群体的老年人 ADL 受损数量平均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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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通过两种方法对同一研究问题进行分析比较，可以看出，

以变量为导向的增长曲线模型描述了老年人 ADL 受损数量随时间变

化的平均发展轨迹，虽然能够检验总体中老年人 ADL 受损数量的发

展轨迹是否存在个体差异，分析个体起始状态和增长速度差异及二

者的关系，但却忽视了总体中的个体或同质性子群体的发展轨迹差

异，并不能展示个体或子群体发展轨迹差异的具体形态。采用个体

导向的统计方法 GBTM，识别出老年人 ADL 受损的发展轨迹存在显

著差异的 3 个子群体，并且估计出子群体的平均发展轨迹，该方法

能够直观地展示出老年人总体中不同的子群体 ADL 随时间变化的受

损程度和发展轨迹的特征差异。比较这两种方法的结果，变量导向

方法的平均发展轨迹掩盖了总体中的群体异质性，个体导向方法识

别的三个子群体的发展轨迹与总平均轨迹差异较大，类型 1 和类型

2 的老年人在 77 岁以上群体中的 ADL 受损数量平均超过了 2，远高

于总平均数量，并且类型 3 的老年人 ADL 受损情况在五次追踪期间

一直维持着较低水平。探究这三个老年人子群体的 ADL 受损数量的

发展轨迹的特征差异，有利于实施有针对性的健康干预政策。

五、个体导向的统计分析方法的挑战

（一）解决总体异质性问题的有限性

总体异质性被邓肯认为是最难克服的问题，如何处理总体异质

性成为量化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研究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Xie，

2007）。虽然个体导向方法以总体异质性为假设，对于解决社会科

学中的总体异质性这一挑战以及减少由总体异质性造成的因果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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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生性问题具有重要作用，但该方法并不能彻底解决总体异质性

问题。具体而言，个体导向分析是利用模型把总体分类成子群体，

这有利于解决静态总体异质性和动态异质性中的不同发展轨迹，但

对于随时间变化的样本选择性的总体异质性是无法处理的。个体在

经历某一事件上的风险不同，人口学称其为“虚弱度”（Frailty），

不同虚弱度的个体从总体中逐渐退出，留下更为强壮的个体，最后

的异质性总体的构成可能与原来最初的总体有质的不同 （Vaupel et 
al.，1979）。因此，即使使用个体导向方法对总体发展轨迹进行分

类，也不能够解决动态中的这种异质性，因为所分析的样本已经是

经过异质性总体选择之后的样本。例如，对老年健康的横截面研究

中，研究对象仅限于已经进入老年的人群，他们已经通过了生命不

同阶段的不同虚弱度的个体选择，那些比较虚弱的个体可能在进入

老年之前便已经死亡，而最终进入观察期的老年人反而更健康，基

于该群体的个体导向方法所分析的老年健康便是这种已经经过健康

或死亡选择过的样本。另外，基于追踪数据，利用个体导向方法能

够识别出老年人的健康发展轨迹类型同样会面临总体异质性的问

题，因为追踪时期内不同虚弱度的老年人从样本中退出，如果不考

虑退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最终对幸存老年人的健康发展轨迹的识

别将是有偏的。鉴于此，未来在追踪数据中使用个体导向方法对不

同群体的发展轨迹进行识别，理想的情况是把该方法应用于那些死

亡率较低的年轻人群 （Zimmer et al.，2012），以及对某一人群的某

一特征的分析应尽可能不受或较少受“虚弱度”的影响。

（二）发展轨迹分析中时间维度的混淆性

个体导向方法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尤其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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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动态发展状况。但利用追踪数据对个体发展轨迹进行分析存在重

大的操作困境，即时间间隔的意义和有效性。时间对追踪数据中发

展轨迹的拟合具有较大影响，当个体在第一次调查时的年龄存在较

大差异或个体间测量时间间隔不固定时，估计结果是有偏的，不考

虑年龄异质性，会把年龄效应、时期效应和队列效应完全混淆

（Meyer & Morin，2016），尤其是时间变动对研究对象的结果变量产

生较大影响时更需要注意这一问题。例如，对于老年健康的研究，

国内外一些学者采用 GBTM 方法对我国老年健康的发展轨迹进行分

析，对于时间的处理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以调查波次作为发

展轨迹建模的时间指标，关注一定时间内老年健康的发展，如本文

纵向数据分析实例与其他文献 （巫锡炜，2009）。第二种是以年龄

为 时 间 指 标 ， 关 注 不 同 年 龄 的 老 年 人 的 健 康 状 况 （胡 晓 茜 等 ，

2019；Zimmer et al.，2012）。第一种模型虽然能够反映出该时期的

研究对象的发展轨迹，但其时间指标混杂了年龄、时期和队列效

应。第二种情况的时间指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时间，分析中的年

龄是所有波次追踪样本的年龄整合，并不是按照第一次调查的特定

年龄老年人群体的追踪下的年龄，这种时间指标的处理会产生比第

一种情况更大的风险。首先，各年龄 （尤其是研究对象有更宽的年

龄区间） 的总样本量以及进行分类之后的子群体样本量比波次的样

本量少很多，会影响分类结果的稳定性。其次，其仍然混淆了年

龄、时期和队列效应，并且不同时间间隔上的老年健康状况是整个

追踪时期的平均值，只见横向的时间 （不同年龄） 上的健康状况，

不见纵向的 （不同时期） 健康状况，并没有发挥出追踪数据的个体

发展轨迹的动态优势，也就失去了发展轨迹的真正意义。另外，追

踪数据的波次越多，时间越长，时期和队列效应越强，不同出生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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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老年人在相同年龄的时代背景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调查间隔时

间越长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的变化越大，因此不同调查时点所汇集

样本中的相同年龄的老年人健康状况并没有可比性，估计结果对正

确认识老年人的健康发展轨迹的意义不大。因此，未来在这一方面

的研究，应尽可能分离出不同队列的样本，并对其发展轨迹进行估

计，或采用多波次追踪的年龄间隔比较窄或同一年龄的人群，这样

才能使研究中的时间指标更有意义。

（三）其他方面的问题

以往有学者总结个体导向分析方法在具体应用中面临的三个主

要的问题，即确定类别或亚组的效度、个体导向的理论原则在个体

导向数据分析方法中的检验、个体导向方法与变量导向方法的选择

与整合 （纪林芹、张文新，2011）。前文笔者提出个体导向方法在

解决总体异质性以及处理时间维度方面存在一定的挑战。除此以

外，个体导向方法还面临一些其他的问题。在理论方面，虽然个体

导向方法的假设更加符合社会现实，如异质性、个体独特性、整体

性、相互作用的动态发展等，也期望能够关注到异质性总体中的个

体状况，但将其应用于统计分析中，仅是将总体分成有限的子总

体，最终分析结果只不过是在模式或类型层面上的“平均值”，仍

然不能关注到个体。另外，这些现实性的假设更为复杂，意味着用

于拟合观测数据的数学模型需要估计更多的参数，那么模型拟合将

变得更加困难，这也限制了个体导向方法在社会研究中的统计应

用。个体导向的具体统计应用也并非完美。首先，个体导向的一些

统计分析方法仍存在一定主观性，如传统的聚类分析没有基于统计

标准指标，分类结果主观，GBTM 的分析过程有一些指导模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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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规则和衡量模型充分性的客观标准 （Nagin，2005），但是在

确定轨迹类型和形状时仍然涉及较多的主观判断，这也导致了所选

择的模型可能无法很好地符合现实。例如，在本文 GBTM 实例分析

中，根据模型拟合统计指标将总体分成 3 个类别看似是最优选择，

但图 2 显示出类型 1 的估计值曲线与观察值曲线拟合得并不是很好。

如何要继续调试出更好的结果，研究者可能需要考虑测量指标 （本

文是童年逆境） 数量或组合、减少类型数量等方面，这种调试仅是

追求高度拟合指标，却失去了理论和现实意义。这正反映了个体导

向方法的主观性和类别确定的困难。其次，个体导向的统计分析方

法仍然需要假定条件，如 GBTM 需要假定条件独立性、组间同方差

等，违反这些假设可能会导致模型效果不佳 （Davies et al.，2017）。

再次，个体导向方法需要足够多的样本量，较小的样本量可能会影

响到多个变量的分类结果和发展轨迹类型划分的稳定性。最后，仍

需要强调的是，个体导向方法所分析的变量间关系并非因果关系，

更多的是一种对总体内部的特征描述，并不具有对事物发展变化的

预测作用。

六、结语

定量社会研究中的变量导向方法已经取得巨大的进步，但由于

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运行机制更复杂，使用这种研究范式所造成

的问题-方法不匹配的问题越来越明显 （Bergman et al.，2009）。在

研究中所采用的个体集合数据可能会造成更多的风险，如高阶交互

作用的存在可能要对个体导向方法中的低阶交互作用有所限定，总

体概率可能与特定群体的概率相矛盾，以及出现生态谬误等，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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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个体导向分析成为必然 （von Eye & Bogat，2006）。尤其是在追踪

数据分析中，变量导向方法对个体发展轨迹的描述显得苍白无力。

异质性总体由同质性的子群体组成，所观察到的总体人口水平的动

态发展将可能偏离子群体中个体层面的潜在模式，掩盖了子群体的

差异性，甚至可能误导我们对某一结果的事实判断 （Vaupel et al.，
1979），几个子群体的线性趋势可能会形成整个群体的曲线趋势。

因此，揭示子群体发展轨迹模式有助于了解现象背后的本质，有利

于构建或检验理论，并且对正确预测政策干预的影响有重要作用

（Vaupel & Yashin，1985）。而异质性总体中各个子群体遵循不同的

发展轨迹，运用变量导向方法 （某些个体特征，如性别、社会经济

地位等变量） 很难识别不同发展轨迹，也不容易估计某些事件的干

预是否改变个体的发展轨迹类型，因此以个体导向方法来识别不同

发展轨迹类型对于减少总体异质性发挥着重要作用。

虽然近些年来兴起的个体导向方法出于自身独特的优势不断发

展，但由于只能用于描述性分析，进一步深入探讨影响机制受到限

制。因此，个体导向方法与变量导向方法同等重要，二者并不是竞

争、对立、二分的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应该根据研究问题，充分

发挥二者优势。在实践研究中，也可以将这两种方法进行融合，通

常有三种研究思路。第一，利用个体导向方法为定量导向方法提供

新的潜变量，比如首先通过个体导向方法把异质性总体分类成有意

义的子群体，然后采用变量导向方法分析子群体之间的变量关系、

子群体特征以及其他因素对某一结果变量的影响等。第二，利用个

体导向方法可以通过分析个体间关系来对多个变量进行组合，然后

利用变量导向方法探讨高阶交互作用 （Bergman & Wångby，2014）。

第三，个体导向的统计分析方法为变量导向统计分析方法的发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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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提供了新思路，对因果推断的改进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将

GBTM 和倾向值匹配方法相结合，通过对轨迹群的分层分析，使观

测 数 据 的 关 键 协 变 量 更 加 平 衡 （Haviland & Nagin， 2007）， 将

GBTM 引入中断时间序列分析，通过比较各个轨迹组的结果，识别

可以比较的未干预单位，从而能够在中断时间序列分析结果中进行

控制，帮助改善因果推断 （Linden，2018）。同时应用这两种方法

能够有效突破数据和统计模型的障碍，成为未来研究中越来越重要

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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